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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质“自成一家”的《诗序》观

孙玉安，孙云英

（沧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

摘　要：王质是宋代“废序言诗”的代表学者，但实际上，他的《诗序》观较为复杂，除了有对《诗序》的否

定，还兼有认同、存疑，甚至是曲解附会。相比于汉代的《诗序》和时人的《诗》学思想，王质对诗文的理解

与阐释，体现了其《诗》学思想上的三个特点。一是经学为本，深入发展儒家德礼学说；二是借《诗》言志，

彰显忠君爱国之心；三是“因情求意”，展现人文关怀的温度。这其中一些观点更是具有着超时代的意

义，因此，他无愧于“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的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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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总目》说：“南宋之初，废《诗序》者三

家，郑樵、朱子及质也。”［１］（Ｐ１２２）可见，王质是与郑樵、

朱熹并称的“废序言诗”三大家之一，后人对王质

《诗》学的认知，莫不首先基于他是“废序派”中坚的

这个前提。但实际上，王质的《诗序》观①相当复杂，

并非只有废序，亦有肯定、存疑。另外，身处南宋初

的王质，其说其来有自，是北宋经学疑古革新思潮发

展至南宋初的必然结果。

一、王质“废序言诗”的成因

《诗序》之争被古人称为“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

端”［１］（Ｐ１１９），这源于经学家治《诗》，皆旨在借助《诗》

说弘扬儒家德礼政治学说，然而，不同时代的士大夫

们对《诗经》的理解自然相异，而各种不同的《诗》学

思想主要就凝缩在对诗旨的概括上，即《诗序》。

《诗序》定型于汉代，为汉魏六朝及唐代前期经

学家们所信奉不疑，虽中唐韩愈、成伯等稍开疑

《序》之风，但也只是个别之词，未成气候。真正形成

疑《序》风气，始于北宋庆历年间，发于经学革新领袖

欧阳修，他不但否定子夏作《序》，更说：“为讲师以已

说泪之，不然安得缪论之如此也？”［２］（Ｐ１６）由于欧阳修

是士大夫群体领袖，故在他的影响下，学者们或多或

少都有否定《诗序》的观点，而疑《序》最力者当属他

的门生苏辙：

世传以为出于子夏，予窃疑之。子夏尝言诗于

仲尼，仲尼称之，故后世之为诗者附之。要之，岂必

子夏为之？其亦出于孔子，或弟子之知《诗》者欤？

然其诚出于孔氏也，则不若是详矣。……是以其言

时有反复烦重，类非一人之词者，凡此皆毛氏之学，

而卫宏之所集录也。［３］

苏辙解《诗》只“相信”《诗序》首句。然而，纵观

整个北宋，疑《序》虽是风潮，但像苏辙这种力度的却

是个案，而像张载《诗说》、王安石《诗经新义》、二程

《诗解》、杨时《毛诗辨疑》、曹粹中《放斋诗说》等，他

们有的对《诗序》作者提出疑问，有的反驳某些附会

生说的《诗序》，但都认可《诗序》的价值，经解基本上

以《诗序》为依据。即便欧阳修也说：“今考毛诗诸

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故吾于《诗》常以序为证也，

至其时有小失，随而正之。”［２］（Ｐ１５８）苏辙在具体经解

中，亦有采用《诗序》后半句的情况，如论《齐风·猗

嗟》《小雅·角弓》等。总之，北宋学者虽有疑《序》思

潮，但肯定《诗序》价值，依然以尊《序》为主。不过，

这种情况在南宋初发生了质变，北宋尚是“疑”，而

南宋初已是“废”，推动这个转折的关键人物是郑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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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辨妄》②认为《诗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４］，影

响了整个南宋《诗经》学，其中就包括同时代的王质。

总之，从学理上讲，王质“废序言诗”是宋代经学革新

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北宋《诗》学发展到南宋的质变，

在郑樵的影响下③，王质走上了废《序》的道路。

不过，虽宏观上有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微观上

有郑樵的珠玉在前，但王质依然足当“自成一家”的

美誉，自有其个性之处④。王质同郑樵一样少年英

才，郑樵“性资异人，能言便欲读书，为儿时已有脱落

流俗志”［５］（Ｐ３），王质“少而为学问、文章，年十有六而

贡于里”［６］（Ｐ４５）。但二人的人生价值观相异，郑樵矢

志“立言”，而王质看重“立功”，因此，二人的努力方

向不同。郑樵“自负不下刘向、扬雄”［５］（Ｐ３），尤其是

刘向，他执掌秘阁、领校秘书，名垂青史靠的就是他

的著作学问，而从郑樵的人生经历来看，郑、刘二人

有着十分相似之处，他主动选择了“谢绝人事”，专心

治学⑤；而王质“二十有三而升于太学，二十有六而

选于礼部，其在太学也，得声为多，二十有七而朝野

交称，辟召狎至，得声为尤多”［６］（Ｐ４５），走上了一条“学

而优则仕”的道路，但始终不受重用，无奈退而求其

次，转向治学，属于被动选择。因此，本就为了“立

言”以垂名青史，加上性情狷介，郑樵在治学上很自

然地要求新、求奇，他的新意也更多地属于学术范

畴，而王质则将不平之气注入《诗总闻》，造就了许多

联系时政与人生遭际的附会生说，超出了治学范畴。

因此，王质在《诗总闻》中一方面是各种情感的流露，

如他悲悯妇人的可怜，他将君臣之义提升到君臣之

情的高度，大大有别于前贤、时人，另一方面却又秉

持最为严格的礼仪道德规范，要求女性恪守妇德，将

爱君、忠君发展到了愚忠等。在整个宋代《诗经》学

史上，个人人生色彩最浓厚的无疑是《诗总闻》。

总之，王质“自成一家”的形成，既有客观学术发

展规律的原因，又有他个人性情、人生际遇的因素，

这些因素都在他多样性的“废序言诗”《诗序》观中得

以显现。

二、王质《诗序》观的复杂性

《诗总闻》在王质生前寂寞无闻，直到书成之后

约５０年，才由吴兴人陈日强率先出版，他的《诗总

闻·跋》曰：“其删除 《诗序》，实与文公朱先生

合。”［７］（Ｐ１）这是最早以“废序”概括王质《诗序》观特

色的评价，而引朱熹相标榜，似乎暗含抬高王质的意

思，不过，即便同为“废序”，王质依然有他自己的

特点。

（一）否定《诗序》

王质对《诗序》的否定，首先指向了对《诗序》作

者的怀疑。他认为：“作序似在左氏之后，其说皆附

合左 氏 为 之，而 不 省 其 不 伦 也。”（《睟 风 · 桑

中》）［７］（Ｐ４６）即，《诗序》产生于《左传》之后，是对后者

的附会。他通过对比《左传》文风与各时代文风的差

异，进一步说：“故以大序为子夏，孔门亦不如此，殆

西汉以下，东汉以前，其鈎又甚也。”（《小雅·皇皇者

华》）［７］（Ｐ１５５）否定子夏作《序》，认为它产生于两汉之

间。至于作者到底是谁，他的结论是“不知为序者何

人”，秉承求实精神，并不凭空妄断。虽然不知谁人

所作，但《诗序》“其遗害未易可言也”（《大雅·竳

酌》）［７］（Ｐ２８３），那么，《诗序》为什么有“遗害”呢？

闻事曰：《序》以为召康公戒成王。凡三诗，《公

刘》则成王莅政，美公刘之厚于民而献是诗，《卷阿》

则求贤用吉士，犹之可也，此则言皇天亲有德，飨有

道，寻诗，盖无见。盖见诗之所述者小，故广而言之

者大，以附合其为大雅也。如《既醉》不见太平而言

太平，《凫
!

》不见守成而言守成，皆有意于附合，今

亦犹之可也。而此则不可以不略辨，或者如何为德，

如何为道，德如何亲，道如何飨，道、德析为两位，亲、

飨别为两歧。盖自先时与后世，开拘儒、曲士之门，

不知为序者何人，其遗害未易可言也。（《大雅·竳

酌》）［７］（Ｐ２８３）

这段话鲜明地反映了王质对《诗序》的态度。他

之所以否定，就在于《诗序》多“有意于附合”，导致

《诗》说“两位”“两歧”，即支离琐碎，结果是“拘儒、曲

士”歪曲、遮蔽了《诗经》本义，自然是“遗害”。这种

“遗害”在王质看来广泛存在，如《桧风·羔裘》：“遂

以羔裘而归诸君之好洁……以是知未必有传，特附

合而增加者也，无所附合，故无所增加，作《序》者亦

未为博极也。”［７］（Ｐ１３０）再如《小雅·车辖》：“寻诗，不

见思君得女之意，如此，则似太防也。”［７］（Ｐ２３８）又如

《周颂·振鹭》：“不必以客遂衍意为二王之后，宾亦

客也，何不以《鹿鸣》《彤弓》比此诗，恐止是群臣

也。”［７］（Ｐ３２３）实际上，王质对《诗序》弊端的认识，恰恰

也是大多数宋代学者的共识。

（二）肯定《诗序》

《诗总闻》中同样存在与《诗序》见解相同、相似

的地方，王质并未一概抹杀《诗序》的合理之处。如

论《睟风·定之方中》：

总闻曰：鲁闵二年十二月，卫亡。戴公立庐漕一

年而亡。僖元年冬，文公立。二年春，城楚丘，冬迁

楚丘，正营室方中之时，经画营建，虽迫遽如此，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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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揆日，考卜亦不卤莽灭裂，有才有志者，自不同

也。［７］（Ｐ４８）

本段所引史实出自《春秋》，《诗序》：“美卫文公

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

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

时制，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８］（Ｐ７１）可见，王质是认

同的，具体解读也和《毛诗》基本一致。台湾学者陈

昀昀的《王质〈诗总闻〉研究》以表格的形式详细列出

了《诗序》《诗总闻》和朱熹《诗集传》的诗旨对比，认

为王质解《邶风·击鼓》等２２首诗的诗旨与《毛传》

“序同”［９］，这２２首诗亦遍布风、雅、颂，可见王质对

《诗序》的认可。

不过，文中的数据有所遗漏。一种是诗旨相同，

文字表述相似，如论《周颂·我将》，《诗序》和《诗总

闻》都认为祀文王，论《商颂·殷武》，二者都认为祀

高宗等。另一种是文字表述不同，但中心思想一致，

如论《齐风·鸡鸣》，《诗序》和《诗总闻》均指向贤妃

警戒，论《小雅·鸿雁》，二者均指向安定离民，在具

体经解上，王质的解读与《诗序》一致，又如论《小

雅·彤弓》《小雅·北山》等。以此累计，王质肯定

《诗序》的部分占有相当比例，可见《诗序》如若能合

乎史实，正确归纳诗文本义，王质亦是认同的，并非

一律排斥。反倒是宋代学者的一些附会之辞，王质

明确反对，还是论《定之方中》：

旧说“秉心塞渊，然后能?牝三千”，又引“思无

邪，然后能斯马斯徂”，寻《诗》，文势自可见。言卫文

匪直如此之人也，秉心如此，治国如此，人初以卫文

覆亡之余，不无相轻之心，至是始知非凡也。他说引

礼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

性。理则甚深，而无与于此诗也。

“旧说”引自二程论《诗》⑥，“他说”则是宋人以

义理解《诗》的普遍现象，王质认为二说虽阐发了深

刻的道理，更契合宋人从心性、义理的角度阐释《诗

序》为何美卫文公，即“理则甚深”，但这种理解毕竟

不是直接出自于诗文本身，即“无与于此诗”，故表示

否定。王质赞同《诗序》，反对宋人以义理附会解

《诗》的态度，尤其可见他的求实精神，当然，也可见

他“毅然自用”，以自己理解为准的原则。

（三）存疑《诗序》

王质同其他富于疑古精神的宋代学者一样，尊

古、求实是他们的共性，而求实的表现除了对《诗序》

作者不妄下论断之外，凡遇到自己不能解释通的诗

旨，宁可存疑待考，绝不强为之解，如论《郑风·

褰裳》：

总闻曰：三《诗》（案，指《山有扶苏》《狡童》和《褰

裳》）皆及狂狡之童，正文不得其的，而他文未可尽

信。不知在位之君，惟复在位之臣，不知在家之长，

惟复在家之邻，有一皆当相远，而利害最迫，祸福所

系，莫若在位之君臣也。郑自昭公之后，子?、子仪

连弑，而子仪号曰“郑子”，当是初立少年……与“童”

颇应……其他皆无见也。［７］（Ｐ７８）

《诗序》认为三首诗皆刺“狡童”忽、突等人祸乱

郑国，而王质指出单从诗文本身来说，看不出狡童是

何人，且进一步推测昭公之子子仪，只有他可能由于

“初立少年”，勉强称得上“童”，但称不上“狡”，因此，

《诗序》所谓忽、突是狡童并不准确，而究竟为谁，只

能存疑待考。此为对“人”的待考。又如论《魏风·

园有桃》：

采桃实以为?，采棘实以为食，士大夫朋友相与

会集游适者也，但其忧不知何事？发之歌谣，付之行

国，必有难言而不可显陈者也。［７］（Ｐ９５）

《诗序》：“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

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８］（Ｐ１４１）认为大夫所

忧之事是诸侯不能以德教民，国小受侵，日趋于亡。

而王质认为此诗虽写出士大夫之忧，但“不知何事”

而忧。从诗文本身来看，显然王质的解读更准确，更

能说明诗歌意在言外之美。此为对“事”的待考。

难能可贵的是，王质考论这些“未知”的人、事，

试着得出一些参考答案，如论《小雅·巧言》，《诗序》

认为此诗是大夫受谗而作，而《诗总闻》：“当是以谗

获罪于父母……父当是幽王，母当是褒后，此辞似是

平王也。”［７］（Ｐ２０６）王质根据幽王与宜臼的史实，推测

该诗是宜臼受谗而作，亦有几分道理。而类似带有

“似是”字样的推测之语在《诗总闻》中有许多，最具

代表性的是论《小雅·甫田》：

总闻曰：前两《诗》（案：《楚茨》《信南山》）不知何

以见思古？此诗又不知何以见思古而伤今？当是以

“自昔何为”“自古有年”遂以为思古，以“今适南亩”

遂以为伤今。《诗》援古及今甚多，且以田事言之，

“振古如兹”续古之人皆及古，“以迄于今”“匪今斯

今”皆及今，虽未敢即以为某王之盛时，亦未敢即以

为某王之乱世，识者更详。［７］（Ｐ２３０）

全文以推测的语气，对《诗序》“思古”“伤今”做

推论，结尾的“识者更详”⑦则表明王质给读者提供

了更为广阔的思路，但最终的结论则需要读者自行

判定，体现出王质在做学问上的求实与慎重。

（四）附会曲解

在疑古思潮弥漫的宋代，为打破汉唐儒生对《诗

·８５·



经》的附会生说，宋人多采孟子“以意逆志”说，喜好

以己意解《诗》，本是为了求得《诗》之本义，但“己意”

常常被发挥过度，反倒滋生了许多新的附会，王质亦

如此。如论《邶风·雄雉》：

此盖妇人发辞……此必有求于行役者而不遂，

故独使远役，其妻所以有怨辞，虽怨，犹有相劝为善

之意，此妇人亦近厚也。［７］（Ｐ３０）

《诗序》刺卫宣公，以雄雉比淫乱误国的卫宣公，

主张刺君。王质以雄雉比久役未归的丈夫，主张妇

人思夫。从诗文本身来看，王质的解读合乎诗旨，破

除了《诗序》对卫宣公的附会。不过，他继续说妇人

“近厚”，“厚”指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王质为了贴

合诗教，将妇人塑造成一位虽有私怨、但仍“相劝为

善”而不伤公义的完美形象，这显然是对最后一章的

曲解，是明显的附会之辞。又如论《邶风·简兮》：

“伶官其貌、与力、与伎，皆武士，以武士为伶人，武备

之弛，盖可见也。”［７］（Ｐ３６）“武备之弛”云云并不是《诗》

之本义，显然又是王质的借题发挥，但与他身处南宋

之初，面临宋金战争，极力主战拒降的思想密切

相关。

总之，王质对《诗序》的态度，不仅有公认的“废

序”，还有为人所忽视的“尊序”，更有出于求实精神

的存疑待考，同时，源于好以己意解《诗》，还有否定

了他人的附会之后，自己同样附会生说的情况。不

过，在如此多样化的《诗序》学说中，有一些共性之

处，体现出王质《诗》学思想的与众不同。

三、王质“自成一家”的《诗》学思想

“《诗序》在文教合一、道艺合一、知识与价值合

一的整体性视域中，参与着古代士人知识阶层对自

身知识话语权和经典解释权的铸造和维护，以及关

于某种整体性、统一性的知识、思想与价值系统的建

构。”［１０］学者自己的《诗》学思想，往往通过对《诗序》

的判断，即在或敷衍或引申或反驳或新说中表达

出来。

（一）经学为本，深入发展儒家德礼学说

《宋史·王质传》载“质博通经史”［１１］（Ｐ１０２５５）。由

此可知，王质擅长经学，《诗总闻》是王质经学思想的

重要载体，相比于《诗序》，他对德礼诗教的认知更为

深入，体现了以王质为代表的宋人更为严格的道德

意识、等级意识与自律意识，如论《周南·汝坟》：

此征役渡河趣都者，人情所不欲，其妻勉以君民

之分、父母之情，盖贤妇人也。［７］（Ｐ１１）

《诗序》曰 “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

也”［８］（Ｐ１４），关键是“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诗序》

《毛传》与《郑笺》都没有交代，只在篇末对“父母孔

迩”的解读中，隐约指出“正”代指的是人子对父母之

孝。王质首先赞同《诗序》的说法，又明确指出“正”

是“君民之分、父母之情”，且首先是“君民之分”，不

过，这显然是王质的附会。在此，王质所要表达的诗

教思想就很明显了，一是妇人要有“劝以义”“劝为

善”的妇德，二是夫妇均要有遵守君臣之义与父母之

孝的本分，且将君臣之义排在首位。又论《周南·葛

覃》“趣妇功”［７］（Ｐ５），论《召南·羔羊》“（妇人）责君子

以朴素之行”［７］（Ｐ１８），论《邶风·凯风》“责妻”［７］（Ｐ３０）

等，《诗总闻》展现了比前代更为严格的女德标准，可

谓是王质版的《女诫》。

王质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更能体现他比《诗

序》更为严格的礼教观。除了强调“君民之分”，王质

解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取舍倾向，凡是《诗序》“刺

王”“刺君”，他多有回护，尽量减少对君主的直刺，或

者避而不谈，或者变更诗旨。如《魏风·硕鼠》：

总闻曰：以鼠斥君，度民心虽甚怨之，亦不至此，

又以三年大比，民于是徙，若不堪而他适，何俟大

比也？［７］（Ｐ９９）

《诗序》以魏君为硕鼠，而王质认为以鼠喻君不

妥，故此诗刺的不是君，而是吏，更过分的是，他竟然

认为百姓既然能忍受官吏三年才迁徙，反证这名官

吏还不错，完全背离诗文本义。其他如《小雅》之《节

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大雅》之《板》《荡》《桑

柔》等，王质对这些刺诗名篇均有不同程度的“新”

解，且由于“二雅”刺的是周王，故相比于“国风”，他

对“二雅”的回护更为明显。《闻雅二》曰“不可承流

言为实说，使为恶而苟免者何幸，非已而妄受者何

冤”［７］（Ｐ１５０），虽似中正，但言语之中偏重“妄受者何

冤”，下文接连用五个“何也”的反问句式，就是最好

的注脚。

然而，王质虽主张不用美刺，但在解经中依然无

法逃脱《诗序》美刺的“窠臼”，如论《小雅·瞻彼洛

矣》，《诗序》主刺幽王，而王质说“此宣王会诸侯于东

都，诸侯美之之诗”［７］（Ｐ２３３），不但少见地标识为美，更

少见地明指宣王⑧，问题在于王质如何判定此诗美

的是宣王。首先，王质不认同《诗序》“思古”，认为此

诗旨在“美今”，由于美诗的主角必是明君，他说“古

之明王莫如文、武、成、康，是时亦未宅洛”［７］（Ｐ２３３），因

此只能是中兴之主宣王。然而，据出土文物、史书记

载，最初营洛是在成周时期，且成王有迁宅洛邑、接

受诸侯朝贺的史实，反倒是平王东迁之前，未见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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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洛的记载，那么，何以不是美成王而是美宣王呢？

实际上，王质的分析恰恰以他所反对的《诗序》逻辑

为根据，《诗序》安排美刺是结合周王贤愚和历史先

后的综合考虑，从《六月》到《车辖》共４２首诗，自《六

月》至《无羊》，《诗序》定为宣王诗，中间《节南山》至

《鼓钟》刺幽王，而幽王之后无明君，故《楚茨》至《车

辖》这些近乎美诗的篇目无可依托，《诗序》只能定为

思古鉴今。王质反对的就是这种史实攀附，但他之

所以选择美宣王，必然是因为《瞻彼洛矣》的前后均

有刺诗，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宣王，若是美成王，它

前面就不能有刺诗。简言之，王质这一番新解的背

后逻辑，实质上依然是汉代儒生的那一套美刺劝诫，

只是换了一种新的视角与思路，儒家德礼诗教的传统

在新的阐释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更加深入与巩固。

（二）借《诗》言志，彰显忠君爱国之心

如上文所述，王质少负才学，虽有志于朝阙，但

才高名著却位卑，无奈退隐江湖，他将现实中无法达

成的用世之志，与治学创获一并注入《诗总闻》，因

此，其《诗》学中有着强烈的关切时政的特点。

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经学本身包含有经世致用

的目的，而通经致政的起点是对德礼学说的政治化

阐释。如上所述，王质对君王形象的维护，既是他尊

君思想的反映，也是他构建理想君臣关系的一部分，

相比于《诗序》，王质还在缓和紧张的君臣关系方面

作出努力。如论《卫风·淇奥》，他反对汉儒君臣交

恶的解读，认为“太忍于君臣之间”［７］（Ｐ５２），在他的伦

理观中，君臣关系是不允许像《诗序》所述那样走向

彻底决裂，而如果矛盾不可避免，他的选择是主动隐

居不仕，在对《秦风·晨风》《小雅·瓠叶》的解读中，

他塑造了令人向往的隐士形象，贤士的主动隐退不

但消解了读者对所刺之君⑨的怨恨，且笔下的隐士

通常不忘国君、牵挂朝堂，“此贤人居北林者也……

欲见其君吐其情，又不得见，所以怀忧久，而至于如

醉者也。”［７］（Ｐ１１７）“此人当是操心危，虑患深，未能忘

怀于世者也。”［７］（Ｐ２５２）贤士怀忧如醉、操心虑患，结合

《宋史·王质传》，这完全是王质自己的人生阅历写

照！正所谓“王质采用‘六经注我’的方法，将个人因

政治上的失意而产生的悲愤情绪写入了《诗总闻》

中”［１２］。

更进一步，他将忠君之义发展到爱君之情、乃至

于愚忠，如论《卫风·硕人》：

暮春亲蚕之时，既事而朝君，又勉其臣蚤退，恐

君有劳，此爱君之情也。当是其君厌政事、溺燕私，

欲以此稍中其欲，少求自安也。［７］（Ｐ５４）

王质认为《考?》《硕人》是一个主题下的两个作

品，硕人遭受妒忌，面对国君的不理解，她主动避让、

独居山林，但她依然对国君保留着“望情”与“厚意”，

王质虽反对《诗序》刺庄公说，但赞同《诗序》关于硕

人“贤”的说法，认为硕人贤就贤在“爱君之情”，检阅

《毛传》《郑笺》可知，汉代毛诗无一“爱”字，君臣关系

止于“义”，即便是更加尊君、忠君的宋代，宋人《诗》

说也很少将爱、情与君王相联系，他将君臣“公义”推

向了更为亲密的“私情”，因此，“公义”也就自然而然

地走向了愚忠，如论《小雅·雨无正》：

据诗，周宗既灭……（周大夫）虽从王而不以君事

王者也，在镐无君，在彘有君与无君同，两地皆无正可

宗也，雨恐当作两字之转，雨、两字全相类。［７］（Ｐ１９８）

其中“雨”的释义是《诗经》学著名公案，众说纷

纭，而王质的解读尤有深意。他认为“雨”当作“两”，

因为当时天下出现了两个“天子”，但都不“正”，故曰

“两无正”。这种解读可谓发前贤所未发之覆，在其

后也罕有传承，他接下来的申说更为附会：

莫知王失所之劳，言不从王者也，愤之辞也！庶

曰式臧云者，庶几因事为善，而反出令为恶，无保君

免难之心，有挟君肆恶之志，愤之辞也！［７］（Ｐ１９９）

言外之意，哪怕君王是昏君，臣子们也应尽为臣

之本分，他已然走向善恶不分的愚忠。接着，他又大

发议论：

厉王出奔彘，岁在己未；死于彘，岁在癸酉。凡

十五年，居正位之君在彘，行君事之臣在镐，不可三

月无君，而十五年曾无一人唱反正之谋，举勤王之师

者。虽厉王不君，然命义天下大戎也，以正律之，当

会同诸侯，诛戮群小，奉厉王于西都。周召二伯，左

右为之弼谐，既不能然，储贤嗣以待将来。虽不为无

功于周，然终非万世之正也。［７］（Ｐ２００）

靖康之难给两宋之际的士大夫们带来了强烈冲

击，这段议论显然结合了时政，寄托着他呼吁南宋君

臣鮸力同心、收复河山的期望。此外，他论《简兮》警

戒武备松弛，论《小雅·小明》反对苟且偷安等都不

是诗文本义，而是借题发挥，却体现了王质深深的爱

君之忠。

王质如此忠君，则爱之深责之切，他竭力要求国

君节制私欲，“勤俭”⑩治国。所谓私欲，一指情欲，

一指物欲。节制情欲是自汉代毛诗以来一贯的主

张，如前文论《硕人》“厌政事、溺燕私”就饱含批评。

相比于其他学者，王质节制物欲的观点更为突出，如

论《卫风·木瓜》：

瓜、桃、李虽易得而皆可食之物，琼、琚、瑶、玖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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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珍而止可玩之具，我所得皆实用，所报皆虚美，以

此推之，不足以报也。古谓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

不可衣。［７］（Ｐ６１）

此说又是曲解，但传达的褒瓜李之实用、贬琼瑶

之虚美的价值观，却正契合道家学者们反复强调的

“灭人欲”。

总之，由于王质关切时政，即便隐居不仕，依然

心系朝阙，他的经解势必要想方设法地贴合于此，又

因为他融入了坎坷不平的人生阅历与生命体验，导

致《诗》说中出现了许多脱离诗文本义的附会生说，

不过，这一切都源于王质拥有一颗忠君爱国的赤诚

之心。

（三）“因情求意”，展现人文关怀的温度

王质不但“博通经史”，而且“善属文”［１１］（Ｐ１０２５５），

“善属文”的关键在于能否将真情实感注入文章，与

读者产生共鸣。《诗经》学是经学，主在阐述儒家德

礼政治学说，即言“志”，但《诗经》也是表情达意的文

本，故历来《诗》学家都有从“情”的角度切入阐释的

传统。

王质提出了“今古虽异，人情不远”［７］（Ｐ６６），以是

否合乎人之情作为判断《诗序》合理与否的标准，如

论《秦风·权舆》：

前人所举过绝，而后人所举不继，无怪人情兴彼

此、感始末，故曰：君子之行为可传也，为可继

也。［７］（Ｐ１１９）

王质从人之常情的角度感慨此事，赞同《诗序》。

以人情解《诗》萌芽于《诗大序》的“发乎情”，始创于

宋代经学革新的重要发起者欧阳修，成为宋代《诗

经》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解《诗》理念与方法，而王质

拓宽了它的应用广度，如论《桧风·匪风》：“当是关

中之人为山东之客者，其知友送归，以此寄怀输情，

殆贤者也。”［７］（Ｐ１３２）如果说人情指人之常情，指世间

约定俗成的事理标准，更多地带有客观色彩，那么，

“寄怀输情”的情则显然是说诗人主观情感的抒发，

《匪风》也就被理解成一首友人送别诗。又如论《陈

风·衡门》“设辞导情”［７］（Ｐ１２３）、论《豳风·东山》“相

见之情”［７］（Ｐ１４３）、论《小雅 · 南山有台》“触景生

情”［７］（Ｐ１６８）等，“情”均指主观情感。

不过，王质虽注重发挥诗人之情，但他毕竟是一

名正统的经学家，《诗》说中的情终会归于礼义，尚不

具备今人所谓的文学情感层面上的独立性，如论《邶

风·谷风》：“（妇人）触境兴怀，然其辞皆理正情

长。”［７］（Ｐ３３）王质认为此诗写妇人被弃，于道中触风雨

之景，抒心中哀怨之怀，从诗文本身来看，妇人之

“怀”本非敦厚，但王质曲为之解，硬说“理正”，以符

合“止乎礼义”。又如合论《蓼萧》与《湛露》，他认为

二诗均写君臣燕饮，但前者为“情饮”，通宵达旦，而

后者为“礼饮”，遵守德仪，暗含对前者的批评。实际

上，若细读《诗总闻》，就会发现，王质笔下的情，尤其

在指具体主观情感的时候，常常带着贬义的色彩，而

这恰恰代表着宋代经学家们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与

汉代《毛传》《郑笺》中缺情无爱不同，情在宋代的地

位越来越无法忽视，到了必须加以阐释的地步，另一

方面，宋儒害怕世人情欲泛滥，故即便言情，无论笔

墨多少，最终必然归结于礼、理的节制。

难能可贵的是，王质经解虽属于经学范畴，但个

别之处能切实站在人情的角度而不囿于天理，有着

超越他那个时代的温度，论《郑风·东门之?》：“情

所逼也……固非正念，然以为奔，则过也。”［７］（Ｐ７９）论

《齐风·东方之日》：“妇人堕其诡计，可怜。”［７］（Ｐ８７）宋

人妇德观念极强，朱熹等理学家尤为鄙弃郑卫淫奔

之女，王质却将批判矛头对准胆小怯弱的引诱之男

子，“可怜”“过也”道出了他对女性的人文关怀，只是

类似突破情理限制的议论并不多见。总之，正如王

质《与周枢密益公书》所说：“要可以推其他矣，少使

讹舛，稍归于次第，而后因情求意，皆吾心腹肺肠之

事。”［７］（Ｐ７６）王质《诗》学践行了他的“因情求意”主张。

综上所述，王质的《诗序》观是复杂的，他在对

《诗序》的肯定、否定、取舍、丰富中寄寓着自己非常

丰富的《诗》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最为公

允：“其毅然自用，别出新裁，坚锐之气，乃视二家为

加倍。……其冥思研索，务造幽深，穿凿者固多，悬

解者亦复不少。故虽不可训，而终不可废焉。”［１］（Ｐ１２２）

注释：

①　《诗序》观中的《诗序》，从范畴上讲，广义上兼指《诗大

序》和《诗小序》；狭义上，仅指《诗小序》。由于王质对

《诗大序》没有明确的取舍态度，因此，本文讨论的《诗

序》特指《诗小序》。

②　郑樵不但有《诗辨妄》，还有《春秋考》《书考》《书辨讹》等

批驳先儒的著作，《六经奥论》是他辩驳先儒的总说，这

些著作鲜明地体现了郑樵好为新说的特色。至于为何

如此，似乎和他本人的性格脾性（顾颉刚评其性格狷

介）、治学兴趣（好古）、学术观点（史载他曾向宋帝“言班

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以及个人阅历（史载其“谢绝人

事”）有关。究竟为何，待考。可参见《宋史·郑樵传》

（《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顾颉刚《郑樵传》（载《北

京大学季刊》１９２３年１卷２号，第３０９３３２页）；吴怀琪

《郑樵文集·郑樵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第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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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页；姜亚林、郑樵《诗经》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

２００４。

③　王质受郑樵影响，学界已是公论。《四库全书·诗总闻

提要》说：“废序言诗，则郑樵唱而质和之也。”在具体经

解上，如论《召南·何彼矣》，二者解“平王之孙”同。

实际上，不仅在“废序”上，两宋由郑樵首倡的风雅颂“声

调说”，王质亦有传承，均可见郑樵影响王质之深，而这

种影响极有可能已深入到人格性情、为人处世方面。

④　后人虽将郑樵、王质与朱熹并列，但朱熹“明违而阴从

之”，除了“淫奔诗”，其余多尊《序》；《诗辨妄》虽批驳《诗

序》甚是激烈，但是书已散佚，从顾颉刚先生的辑文以及

王质、朱熹等人对《诗辨妄》的引用来看，似乎郑氏并未

一一反驳《诗序》，而是下一宏旨，再部分地举一两个例

子佐证，缺乏精深辨析，故立论并不十分可靠，总体上类

似于欧阳修的疑《序》说，二者都有对《诗序》的批驳，但

也只是部分、少数，区别是欧阳修落脚点是尊《序》，而郑

氏则否。《宋史·郑樵传》评郑氏“大抵博学而寡要”，则

郑樵的学术特点是博通，并非精深，可作一旁证。另外，

同时代人周孚针锋相对的《非诗辨妄》一出，《诗辨妄》很

快就散佚，亦为学界公认的旁证。

⑤　《宋史·郑樵传》载其“独切切于仕进”，郑樵的确在仕途

上有所“切”，但他的求进，本不是为了更大的权力，却是

为了更好地治学立言服务，关于这一点，顾颉刚的《郑樵

传》等有议论，可参考。

⑥　详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

程氏遗书》，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⑦　“似”“似是”等表示推断推测的词，在《诗总闻》中众多，

不胜枚举，而仅“识者更详”一词，书中就有３０余处。

⑧　王质解《诗》，很少像《诗序》那样明确标识美、刺，源于他

不认同汉儒以美刺解经，故加以避免。与汉儒的直接不

同，他将对诗文所涉人、事的褒贬寄寓在具体的议论中，

他想要传达给世人的道德劝诫，需要读者自己体会。同

样，除了“三颂”，他也很少注明诸侯、周王具体为谁，大

多以君、王指代。

⑨　以所列举的两首诗为例，《诗序》以《晨风》为刺秦康公离

弃贤臣，以《瓠叶》为刺幽王弃礼而不行。

⑩　“勤俭”出自《关雎》，类似的还有《鹊巢》《凯风》《伐柯》言

勤劳，《陟岵》言勤勉，《葛覃》《伐木》言勤苦，《卷耳》言节

俭，《闻风》言恭俭，《皇皇者华》言忠勤，《竳酌》言省

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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